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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环境问题与环境运动的内在逻辑关系

陈　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日本的环境问题与环境运动所引发的一系列相关社会问题，需要从长时段的环境史视角进行研
究，以补充以往单纯从政治、军事、经济等角度研究日本问题的不足。日本民众反公害运动从二战前的阶
级斗争色彩出发，到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公害斗争，进而发展成为地方住民参加的环境运动，到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之后又形成了以实现 “环境再生”为目标的新运动模式，促成了日本民众的环境运动演
变为更加关注社会治理的建设。这种环境运动变迁主要体现在各个时期环境运动的主体关系构造不同，从
这个角度入手，弄清日本环境运动的演变特点，以及各个时期环境运动之间存在的逻辑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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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日本的环境问题与环境运动是一对孪生物，颇
具东方社会问题研究的特色。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环
境问题，在日本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末期的足尾铜
矿的开采，随之孕育而生了亚洲最初的环保人
士———田中正造及其为之坚持一生的环境维权运
动［１］。此后，日本迅速转向军国主义化，反对环境
污染的声音被狂热的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声音所
掩盖。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经济得到迅速恢复，

并在反思二战前依赖军事扩张为手段的发展模式基

础上，转而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并实现了国家复兴。

在这种只专注经济发展的政策指导之下，日本的施
政者、媒体、普通民众完全不顾环境污染带来的危
害，使得日本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
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列入世界八大公害的日本水俣
病、痛痛病、四日市哮喘病和新潟第二水俣病等，

成为轰动一时的严重环境污染事件。造成这些严重
环境问题的源头正是日本政府所支持的钢铁、矿
山、化工等大企业，这些企业对战后日本国内生产
总值 （ＧＤＰ）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同时，也成
为危害当地居民生命和健康的污染源。于是，日本
的普通民众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并不受
惠于这些企业，反而是这些企业发展的受害者；这
些存在于他们生活周边的企业带给他们工作机会、

财政收入的同时，也成为加害企业，于是就有了

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日本以当地民众为主体的反公
害运动，最终迫使政府制定并进一步修订了 《公害
对策基本法》，使得运动告一段落。

受到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日本经济转入稳定
增长时期，经济建设优先成为日本社会的一种潜在
共识，加之对人体造成直接威胁的污染源型企业得
到一定程度的治理，日本的反公害运动走向衰退。

与此同时，日本经济走向国际化，公害一词已经不
足以囊括日本人对整个地球环境问题的思考。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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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本社会将对 “公害问题”的理解扩大为对 “人

类与环境”的思考，以往的 “加害—被害”的简单

模式已然无法解释复杂的环境问题。人们往往既是

加害者又是受害者，在这种关系中如何进行政策性

发声，成为当时的社会性困惑。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后，日本经济发展停滞，日本社会也日趋保守，

民众对环境问题的思考出现了新的转向。过去以企

业、劳动者为主体的环境运动更趋衰弱，而关注地

方住民、消费者、生活协同组织为主的地方性环境

运动得以加强。这种环境问题意识的变化使得日本

的环境运动主体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战后以来的

环境运动大多以职场、劳动者为主体，以及支持他

们运动的左翼色彩较浓的政党多是环境运动的发起

者，随之转变为地方社会居民参与为主体的环境运

动，而且这种地方居民参加的环境运动还出现了一

些新的运动转向，从单纯的住民运动走向日本的地

域再生、城市环境再建、生物多样性等①。

中国学界对日本环境问题研究成果日益丰硕，

尤其是就日本发展史上的具体公害事件研究、环境

运动和受害救济等领域展开过较多研究。中国学界

在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对日本防治公害问题

的经验、政策以及环保运动进行整体情况介绍②；

进入２１世纪后，主要从法学和法制史角度大量吸

收与反思日本公害治理过程中经验，论及了环境问

题中的因果关系和受害主体救济等③；最近十年，

中国学界在继续研究借鉴日本环境治理经验的同

时，还深入反思环境问题在日本发展过程中不断产

生的 “哲学问题”④。不过，此类研究探讨了公害问

题产生的原因、对策等，却未能从环境史视角对日

本环境问题与环境运动主体的逻辑关系、不同时期

发生环境运动的演变过程展开理论性反思。笔者尝

试对战后日本环境问题和环境运动进行概观性阐

述，寻求回答以下两个问题：（１）通过回顾日本环

境问题的变迁，明确日本社会从 “公害问题”发展

成为 “环境问题”的深层次逻辑关系，特别是二者

当中的受害与加害的关系结构需加以明晰；（２）如

何理解、定义日本公害问题频发时期的住民运动，

这与近年来日本研究中被常常提及的新社会运动之

间有着何种联系？同时，产生这种新社会运动与环

境问题之间存在着哪些结构性重叠的因素？

日本社会的环境运动如何从阶级压迫运动走到

了 “环境再生”运动，并且今后将在哪些方面推进

环境的恢复与再生呢？中国正值经济高速发展之

时，既有环境问题和环保运动的发生，也有中国企

业走向国际舞台，需要中国人站在世界的视角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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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二战后日本公害问题及运动的研究成果，日本学界成果极多且深刻，本文受篇幅所限不做详细列举。总体而言，在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以前主要学者有饭岛伸子、西尾胜、町村敬志、宫本宪一、庄司兴吉、木原启吉、石川准、堀川三郎、栗原彬、佐藤庆幸、长谷川

公一、舩桥晴俊等；进入２１世纪之后，日本学界对公害问题研究的热度随着环境治理改善有所减弱，同时则对污染源更为多元的环境

问题及市民运动的研究则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参见李金昌：《日本防止公害的费用及其负担》（《国际经济评论》１９７９年第１期）；张宝珍：《日本环境保护政策的演变及其启示》（《日

本问题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６期）；鱼小辉：《日本战后绿色运动观照》（《唐都学刊》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参见陈航：《日本公害犯罪理论及其对我们的启示》（《兰州商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５期）；吕飞：《日本的地方基础环境改善运动》（《国

外城市规划》２００６年第１期）；丛者禹：《谈谈日本的公害救济立法》（《环境科学动态》２００１年第４期）；包茂宏：《日本环境公害及其

治理的经验教训》（《中国党政干部论坛》２００２年第１０期）；王红英：《日本公害诉讼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学报》

２００６年第３期）；杨阳：《借鉴日本公害诉讼因果关系推定完善我国环境侵权诉讼》（《法制与社会》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程翔：《日本 “环

境正义”运动述评》（《东南司法评论》２００９年卷）；罗丽：《日本公害健康被害救济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中国环境法治》２０１０年

卷）；傅喆、寺西俊一：《日本大气污染问题的演变及其教训———对固定污染发生源治理的历史省察》（《学术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６期）；刘

占旗，林海鹏，路文芳，等：《公害补偿 以邻为镜———从日本看我国环境污染健康损害补偿》（《国际瞭望》２０１１年第１０期）等。

参见包庆德：《日本战后环境思想史中的 “政治经济学时代”》（《鄱阳湖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６期）；杨凌雁，甘佳：《日本公害健康损害侵

权诉讼之管窥———以东京大气污染诉讼案为例》（《江西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６期）；周丹：《“公益”与 “公害”———从中日环境

诉讼的提起主体谈起》（《学理论》２０１５年第２期）；莫也：《环境污染致健康损害的行政救济———日本的经验和启示》（《日本法研究》

２０１８年）；周志刚，阮丽娟，丁秋楷：《多层次精准环境治理体系研究————基于日本环境治理的借鉴和思考》（《山东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３期）；郭小鹏： 《从对立到共治：经济高速增长期东京都市圈的公害治理》 （《城市观察》２０２１年第４

期）等。



全球环境问题；更有中国近几十年积累下来许多环

境被破坏区域如何实现社会与环境的再生等问题。

因此，借鉴日本已经走过的环境治理道路及对发展

教训的反思，恰如其时。

二、二战前的环境污染事件与

住民运动的成果

　　在江户时期，日本的环境破坏问题已经零星出

现于各种史料上，主要集中在矿山开采问题上，破

坏的情况也大多表现为粮食歉收或渔产量减少等。

在德川幕府的重农思想指导下，加之日本农村一向

有农民暴动的传统，幕府面对恼羞成怒的农民也不

得不采取封停矿山的措施，但对于赔偿一事大都是

不了了之［２］２２。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步入工业革命时代，在

“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政策引导下，日本的工矿

企业得到长足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环境破坏，早在

明治末年就已经成为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了。由于

明治政府将殖产兴业确立为国策，工矿业的发展利

益凌驾于农业、渔业之上。大部分的污染事件中，

受害人也往往只能拿到十分有限的补偿金。因此，

这个时期的足尾矿毒事件中，受害的农民采取的抵

抗运动是十分令人敬佩的壮举［３］。这一事件的运动

得到了当时的日本国会议员、社会主义者、基督教

信徒、国粹主义者、知名记者、学生、妇女运动力

量等各阶层的广泛支持，要求追究源头企业、补偿

民众损失、确立防范对策。但是，动员了如此庞大

的社会力量仍然无法对抗明治政府全力发展工矿企

业寻求 “富国强兵”的目标。足尾铜山在当时占据

了日本４０％以上的铜生产量，是明治政府重要的外

汇收入来源之一，在政府和企业的联合压制之下，

当地的民众不得不接受最不利的安置条件，毫无基

本的人权保障可言。运动中，国会议员田中正造作

为东亚地区第一环保运动人士以视死如归的胆魄拦

下天皇御驾，直陈铜矿流毒肆虐区域内民众生活的

困顿与痛苦，只是给这场运动增添了更多的悲壮情

怀。同一时代，还有著名的别子铜山的亚硫酸毒气

污染事件，民众最终在获得补偿、限制产量、加装

新设备等条件之后，不得不与企业达成协议［２］６１。

进入大正时期和昭和前期后，日本迎来近代工

业发展的一次重大转型，国内通过民用工业完成原

始资本积累和对外发动战争掠夺大量财富，之后在

国家行政主导下，开始转而发展重化学工业推动日

本社会真正意义上迈入城市工业化时代。这也使得

二战前的日本环境污染问题从矿业污染演变为重化

学工厂污染，出现了最早的公害问题，日立铜山亚

硫酸毒气事件、小坂矿山亚硫酸毒气事件和前述足

尾矿毒事件、别子铜山事件并称为近代日本四大矿

害事件。除此之外，随着近代城市的崛起和重工业

聚集的加剧，日本部分规模较大的城市出现了以煤

烟为首的大气污染问题［４］。这一时期，城市的大气污

染主要集中在京浜、阪神、中京、北九州等四大工业

地带，形成后世称之为 “城市公害”的污染问题。

大阪是当时日本最重要的工业城市，聚集了大

批的纺织业企业，这些工厂的动力源主要靠烧煤。

１９１１年，由大阪府议会建议成立了由大阪府知事

担任会长的 “煤烟防止研究会”，主要从事 “煤烟

防止相关事项的调查研究，普及防止方法，根据会

员请求进行防止方法的试验并证明其结果，发行研

究会刊物等”［５］３７６。然而，由大阪府议会组织进行

的污染治理运动成效并不明显，加之日本工业在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快速发展带来了煤炭使用量的激

增①，因此，大阪的城市公害集中体现为煤烟污染

问题，工厂周边的住宅、学校等终日弥漫着厚厚的

一层煤灰。１９２７年为解决大阪市的煤烟问题成立

了以市长为中心的 “大阪煤烟防止调查委员会”，

由政府行政管理力量监督企业排放。在政府主导之

下，相关行政部门、卫生机构、工厂和部分专家成

为运动的主要推手。由于大阪市普通民众没有参与

到煤烟防止运动中，民众的诉求被长期压制使得该

运动最终朝着 “产业合理化”和 “劳保化”方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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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注：欧洲列强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实力受到较大削弱，日本工业趁此机会步入快速发展时期，全国用煤量从１９１４年的１　７００多万吨上升

到１９２１年的２　８００万吨，再到１９２９年增至３　５１２万吨。（神岡浪子編 『近代日本の公害·資料』、新人物往来社、１９７１年、３６０－３６１頁）



展。进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由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

义盛行，甚至是大阪煤烟防止问题这类反对运动都

被压制下去，大阪市政府牵头意欲和企业团体制定

《煤烟防止条例》也未能实现①。东京作为日本的首

都，其城市公害问题中发生时间最早，又演变为政

治、社会问题的公害当属 “浅野水泥降灰事件”。日

本在日俄战争后对水泥的需求激增，深川工厂从美

国引入了最新的水泥回转窑技术扩大生产规模，引

发了严重的降灰污染，以 “深川青年团”为中心的

受害民众组织起来，要求企业按照政府于１９１１年３

月颁布的 《工厂法》，将严重排放污染的企业迁出东

京。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日本众议院议会要求对

建于人口密集地区危害公众卫生的大型工厂追究责

任，此举推动深川工厂加速从美国引入最新的集尘

装备。１９１６年１２月，深川工厂在区民代表、青年

团代表和部分民众共同监督下完成新集尘设备的建

设，实现了对水泥回转窑的较好集尘效果后，民众

不得 不 与 工 厂 签 订 协 议 并 撤 回 搬 迁 工 厂 的

请求［５］３１３－３１５。

可见，二战前的日本在殖产兴业的国策指导下，

各类污染事件虽时有发生，却大多在政府主导下变

形为 “产业合理化”运动，没能形成具有实际成效

的民众运动。而且，军国主义的盛行，使得人的基

本生存权也不得不让位于所谓的 “国家利益”（可以

归纳为 “压迫→牺牲”的关系）。在声势浩大的足尾

矿山反对矿毒运动中，田中正造和当时的学者、民

众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关系，田中正造今天常常被视

为日本历史上最初的环保运动家，但在当时的民众

思维意识世界里，更多地扮演了传统儒家思想中的

“义人”②形象。从环境社会史的视角看，二战前的

住民运动为战后日本环境运动传播了最初的经验，

对污染事件中的政府、企业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进行

了最初的启蒙。

三、二战后公害事件主体的觉悟

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迅速步入恢复、发展时

期。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日本社会的产业政策以

ＧＤＰ作为导向，取得了物质经济的繁荣，人们原本

应受益于此而过上幸福生活，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他们的生命安全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各种开

发事业最终导致公害频发 （可以视为 “开发→发生

公害”的关系）。公害问题对日本民众的健康形成了

巨大威胁，以人为本的 “人本论③”的发展模式成

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④。这种思潮成为公害运动

的引爆剂，此时的四大公害事件大多是在局部区域

对特定健康造成伤害，因此民众奔走告发的公害元

凶也是特定的企业或 “大资本家”⑤。或换言之，居

民在公害事件中是单方面的受害者。因此，在这一

时期的公害问题斗争中，被迫变革的往往是企业和

资本家，而民众发起的诉讼 （运动）往往以地方上

原有的社会组织 （町内会·自治会）或地方性政治

人物 （地方有名望人士）为核心开展运动，此时的

运动一般鲜见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党派性介入⑥。

对日本社会及国际造成最大影响的公害问题当

属水银污染的两次水俣病事件。在公害事件中，日

本氮肥公司和昭和电工是加害者，深受未处理污水

之害的当地居民则属于受害者。日本氮肥公司和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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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中野道雄 「大阪の大気汚染」、『天気』特別号 （日本気象学会創立７５周年記念論文集·和文編）、１９５７年、１５２頁；氷見康二 「大

気汚染に係る歴史的考察」、『季刊全国環境研会誌 （ＪＥＬＡ）』第３３巻第４号、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５４頁。

根据日本 《广辞苑》第６版的解释，“义人”是 “坚守正义之人，不顾自身安危而为他人倾尽所有的人。”

日文原文为 “人間論”，可以理解为 “人本论”或 “人论”之意。

日本的公害频发，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以人为本的 “人间论”和以优先发展的 “发展论”展开过激烈讨论。松原治郎、似田貝香門 『住民運

動の論理―運動の展開過程·課題と展望 』、学陽書房、１９７６年、２０８頁。

熊水俣病的责任企业日本氮肥公司和新潟水俣病责任企业昭和电工都是日本屈指可数的大型化工企业；富山痛痛病的责任企业是三井系的

三井金属矿业；四日市哮喘病的责任企业是当时集中在四日市盐浜地区大量的重化学工业企业，该地区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成为日本重

要的重化学工业生产基地。

在早期的公害运动中，有一些地区可能有部分政党参与了反公害运动或积极支持民众反公害诉求，但作为政党最高的政治意识形态并没有

与居民的公害运动本身深入结合。



和电工将未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水域，犯有严重的

责任过失罪，而毫不知情的当地居民无疑是单方面

的受害者，事件中的加害———被害关系是十分明确

的［６］。当时的日本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不仅

仅是水俣病事件，被称为四大公害诉讼的案件当

中，其社会结构几乎是如出一辙的。企业没有遵守

发展的底线，排放了大量有毒物质，在他们眼中最

优先考虑的是 “生产效率”和 “企业利益”，无视

企业是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更无视企业发展对周

围民众和环境所带来的污染问题。在这些明确了加

害主体的产业公害事件中，受害者往往是责任企业

的职工或与企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企业周

边居民，这时候的社会运动更多地体现了近代以来

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性的社会运动色彩。

日本公害事件的主体关系构造特征可以理解

为，造成污染的源头企业或公共事业机构为一方

（加害主体），而受到污染伤害的受害者是当地的居

民。还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受害与加害之间的构

造是一个十分稳定的关系，受害者也是处于单方面

的受害构造之中，用图形表示这种关系就是：加害

→受害［７］。为了能够有效地对企业排污进行限制，

并制定严格的标准，对污染事件防范于未然，日本

在１９７０年１１月召开了后来研究日本公害问题时被

常常提及的 “公害国会”，在这次国会上集中审议

了日本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公害问题，针对公害发

生的源头强化了综合性治理，对排污企业制定了一

系列详细的公害治理基本法案①。

公害问题的严重性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的公

害诉讼中被普通民众了解并接纳，促使日本民众开

始意识到必须维护自身的健康和安全。同时，随着

日本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急速推进，使得传统的运动

方向开始发生改变：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城

市）住民和受害者不仅仅对公害和开发行为进行了

斗争，他们还开启了为保卫生活的 “生活保全运

动”；（在农村）处于农田水利建设和城市大规模用

水的需求，出现了大规模的建设水坝热潮，由此发

起了以保护重要的自然环境为主的 “自然保护运

动”［８］５４。这些环境运动的形式跳出了传统马克思主

义的政党运动、工人运动的范畴，日本学者将这一

时期的环境运动大多理解为 “生活权的公共性”［９］。

参与运动的地方住民往往要求政府、企业必须对受

害者进行救济、防止再次发生、对责任人追责等。

当然，在这些运动当中，地方的居民虽然并不完全

处于相同的社会地位，他们当中有各自的社会阶层

认同，但他们共同要求实现 “环境保全”的诉求和

传统的 “劳资对立”阶级运动存在着本质上的

区别。

这种以地方性居民为主体的环境运动，和此前

的运动相比，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是运

动的目的性，居民不是以获得补偿、赔偿为优先目

标，而是以要求政府、企业必须对环境问题有所作

为为目的，依此，可以分为 “发生源追究型”和

“预防型”［１０］两大类运动。其次是住民对开发计划

是否妥当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地方住民通过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公害运动，受到当时国际上的

“地方自治”“基本人权保障 （健康权）”等思潮的

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运动在舆论和理论上占据了

制高点。最后是参加运动的主体力量增强，虽然此

时的运动主体依然是立足于地方居民，但是出现很

多日本政党、劳动组合等带有政治性色彩的组织介

入运动，明显增强了环境运动背后的政治力量。早

在１９６２年，就有学者指出，这种地方性居民环境

运动 “至少不是简单的补偿问题，更倾向于公共性

的解决，显然，此后这类纷争将会继续增加，且纷

争的持续时间将会很长”［１１］。

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的日本环境运动体现了从

阶级性环境运动走向地方性住民环境运动的特点。

其运动主体的关系构造可以理解为，造成或可能造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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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些基本法案包括：《公害对策基本法的部分修改法案》《道路交通法部分修改法案》《噪音规制法的部分修改法案》《废弃物处理及清

扫法》《下水道法的部分修改法案》《公害防止事业费事业者负担法》《海洋污染防止法》《人的健康公害犯罪处罚相关法》《农药取缔法

的部分修改法案》《农用地的土壤污染防止等相关法案》《水质污浊防止法》《大气污染防止法的部分修改法案》《自然公园法的部分修

改法案》《有毒物质及剧毒物质取缔法的部分修改法案》。



成污染的企业、政府、公共事业机构为一方，在其

推行或即将推行某项开发事业之时，而作为该项开

发的周边受害或可能受害的地方居民组成斗争的另

一方。两者之间的主体依然是明确的，往往也是用

公害加以定义此类环境问题。只是在很多情况下，

两者间并没有形成事实上的受害与加害关系，将二

者联系起来的是运动本身，存在比较清晰的 “告发

→被告发”关系。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的运动，表

面上体现为环境问题和公共性的结合，实质上是社

会性共通资本的普通市民基本权利和国家垄断资本

主义之间的问题［１２］。为有效地调和地方住民和国

家开发之间的矛盾，日本著名环境学者宫本宪一认

为 “需要确立自治权和环境权，实现住民参加的制

度化，同时，能否通过确保这些权利和制度实现环

境质量的好转，还和人民的文化水准和自治能力相

关”［１３］。可以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日本地方住

民的环境运动，基本上按照这一思路开展活动，并

逐步发展成为町建设运动 （町づくり運動），并和

１９６０年代末期登上历史舞台的学生运动、地域分

权运动、女性解放运动、反核运动等相结合，造成

的影响迁延至今，也是日本环境问题研究无法回避

的历史与现实问题。

四、从公害到环境问题衍生出的

社会矛盾性困惑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日本的公害问题得

到了很大程度的抑制与治理，明确公害源头的污染

问题急剧减少。而伴随着城市的扩大，社会性污染

问题为代表的环境事件开始日益突出，其中最为典

型的就是垃圾处理、汽车尾气排放、温室气体排放

等成为社会热议的问题。在这些环境问题中的加害

与受害的结构关系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其最大的

特征是变为双向的、或是连锁性 （跨区域、跨国

境）的关系。如果以图形表示的话，可以理解为

“加害←→受害”或 “加害→受害＝媒介加害→受

害”［７］５－１０的传导结构。

以汽车尾气排放为例，过量的汽车尾气导致道

路两旁的居民和步行者不得不成为高浓度尾气的受

害者，但如果受害人本身也开汽车的话，那所谓受

害人其实本身就是加害者的一员［１４］。再例如，人

们使用含氟的制冷剂、定型发胶对臭氧层造成的破

坏，而这种破坏是时间、空间的迂回型破坏，虽然

我们无法直接找到这种破坏的因果关系和直接关

联，但从长远看，使用了这些产品的人们在不知不

觉当中已经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１５］。这些问

题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拥有一个庞大数量的主

体，同时这些主体在不自觉当中对环境或他人造成

了损害，这就使得治理这类环境问题的对策变得极

其复杂化。再加之，作为受害的主体也存在着时

间、空间上的很大跨度，更进一步加大了解决这类

环境问题的困难。不过，这一时期的日本学界和社

会通过对此类时间、空间的大跨度污染问题的研

究，促成了日本民众意识到环境保护应该超越区域

和国界。以原生林保护为例，对远离城市的原生林

的破坏不仅无法明确主体责任，甚至连是否对被害

群体造成了明确的健康伤害也是无法确定的，日本

社会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将这种略带有主观判断色彩

的环境保护意识扩展到了区域和全球，走出国门到

中国、东南亚等地对草原、雨林进行环境保护与环

境外交，甚至还对亚马逊热带雨林也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

日本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从公害到环境问题的变

化，不仅仅体现在环境词语的变化，更多地体现了

对 “加害—受害”结构的再认识。

首先，日本不再强调公害问题，政府甚至认为

“公害”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１６］。随后，公害一词

从环境问题的主要用语中开始消失，但这并不意味

着日本已经彻底 “解决”了公害问题，而恰恰却是

问题被扩大并形成了整体性的环境问题。这说明日

本对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有了深入的认识，或者说日

本社会已经从直接威胁民众生存、关乎生死安全的

“公害问题”，扩大到了关心间接、渐进的环境破

坏，以及关注民众的主观感觉或期待的充实生活方

式，重点在于提升个人认识环保活动的价值。环境

问题意识的范围已经超越了以往公害时代的地方、

国家的界限，扩展到了整个地球范围的全方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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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意识。在时间和空间的变换过程中，所涉及的

主体和连带责任体不再是清晰可见的脉络，主体的

加害者又往往是受害者，环境问题的因果关系架构

被无限扩大，变得极其复杂。

其次，意识到公害时期所没有出现的双向被害

结构，即自己的行为最终导致自己的环境权受损。

如前文所举的汽车为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社会

基本实现了汽车普及，并让整个社会的交通变得十

分便利，于是就出现了环境主体将环境破坏的现

实，从而使得日本围绕环境的问题陷入了很难区分

受害主体与加害主体的矛盾性讨论之中［１５］。

再者是日本社会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深

刻反思导致公害问题发生的发展模式不足之处，积

极谋求将日本文化、新发展思路扩散到世界。比如

说，以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的环境思想为例，通

过他与世界各国的名流之间的谈话，将具有日本佛

教文化色彩的环境思考与各国交流，并产生了重大

而又深远的影响［１７］。池田先生对人与自然的关系

的思考源自日本佛教的万物皆有缘的思想。佛法主

张，无论是人或是自然界，森罗万象都是 “因”

“缘”相互支持，相互关联，事物不是单独地，而

是在这种关系中产生的［１８］。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对环境问题进行了一系列

的深入探讨，认为环境问题的社会性矛盾是以环境

为焦点的集中表现，其本质是 “自我回归”和 “违

背合理性”的表现［１５］：今日的环境问题，并不是

单纯地出现 ‘合理性不足’。各主体都强调自身是

‘合理的主体’行动，对环境问题不负有责任，推

卸掉导致环境问题恶化的责任，并将其归因为机制

导致的。各主体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合理行动

的叠加，却因此产生了当事人没有考虑到且不希望

的结果。以此理论为出发，日本学界在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将环境问题的社会性矛盾的类型分为以下两

种：（１）加害型社会性矛盾：工场公害、用水权

等；（２）自我回归型社会性矛盾：垃圾、景观破

坏、生态环境破坏等①。

这种环境意识的变化，可以总结为从原先对单

方面的环境破坏传导，转变成为双向·自我回归型

的传导结构。环境 “加害—受害”结构的变化，直

接促使人们在思考环境问题之时，必须从过去的公

害问题思维模式，转变为环境问题的思维模式。

五、新环境运动的兴起
———从环境破坏到环境再生的转变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半期起，保护环境的意识已

经在日本地方住民中占据了主流，加之各类政治团

体开始关注并深入环境运动，使得运动遂出现了多

样化趋势。于是，环境运动的参加主体也从原来参

与公害斗争的住民，发展成为要求地方环境自治的

广大地方住民。地方住民和此前公害斗争的民众相

比，对环境运动的作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具

有稳定的社会关系网、成熟的运动主体、鲜明的自

治意识。同时，他们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准，并深受

欧洲 “新社会运动”的影响，从而摆脱了传统的劳

资关系斗争模式，更加关注女性、少数派、环境、

科学批判、地方自治等要素。于是，我们看到日本

以环境问题为中心的运动之中，参与的民众并不关

心能否通过运动夺取政权，而是更关注社会体系的

建设，从而实现自己的生活方式变革、价值观

变革。

这种思潮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随着日本经

济泡沫的破灭，民众从 “经济再生”一词中衍生出

要求实现 “环境再生”的运动。实际上，早在２０

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日本的公害诉讼赔偿中，已经开

始酝酿着 “再生”思维了，即：对公害事件中的受

害方进行恢复，恢复公害地方被破坏的环境以及由

此而产生的阻碍地方发展的问题。在１９９５年西淀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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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甲群的复数主体在互不制约的情况下追求自身利益关系中，寻求合理的行动。他们的行为集合导致乙群行为主体的集合利益爱损，这

是乙群主体所不期望的结果。这种构造即为加害型社会性矛盾。复数的行为主体在相互不制约的情况下追求自身利益关系中，寻求合

理的行动。他们的行动集合导致行为恶化，而这是各行为主体本身所不期望的结果。这种构造即为自我回归型社会性矛盾 （舩橋俊晴

「『社会的ジレンマ』としての環境問題」、３２－３３頁）。



川大气污染诉讼中，原告方和法院对此问题达成了

共识，正式缔结和解的第一项中，除了被告企业需

要向原告支付赔偿金之外，其中一部分资金需要

“用于实现原告的环境保健、生活环境改善、西淀

川地域的再生”［１９］。最终，从赔偿金中拨出１５亿日

元设立了地方再生事业基金 “青空财团”，这是日

本第一个以环境再生为工作目标的ＮＰＯ组织，也

是日本环境事业从受害者的告发和救济运动，走向

市民的地方社会再生的划时代事件［２０］。受此影响，

此后的环境污染诉讼中，都会有设立类似 “地方再

生”基金的要求。“青空财团”理事长森胁君雄对

财团的重要作用做了如下评述：“不仅仅要实现环

境保存·创造·复原，还要将患者的健康恢复、住

民健康、地域舒适生活、地域文化也纳入其中。要

将因经济优先的地域因开发而被破坏的生活交流机

能加以恢复，同时重视将住民、政府、企业三者对

立的构造图，变回他们应有的和谐关系图。”［２１］该

财团在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性活动 “面

向国际再生的国际研讨会”，并对会议明确了三大

方向：（１）对公害的受害者进行全面救济，采取防

范未然的措施； （２）停止环境破坏的开发事业；

（３）推进人们生活和自然环境协调的美好地方建设

运动［２２］。 “环境再生”运动改变了此前的运动模

式，并促使运动的构造变革提上了日程。民众不仅

关注社会体系建设，并将自身也包含在内，改变了

此前环境运动中将企业、政府、公共事业机构视为

“告发”的对象的斗争式做法。

在明确污染源地区之外，“环境再生”运动还

开启了一些运动模式。比如，含有磷肥的洗涤液被

排入水体，会导致河流、湖水的富营养化，民众在

这种情况下无法追究生产洗涤液企业的责任，而是

更多地要求自身改变生活方式，选择那些不含磷的

洗涤液从而倒逼企业做出变革。这一点，日本最大

的内陆湖琵琶湖环境保护运动是绝佳的例子［２３］。

反对在河流上游修筑大坝的斗争中，１９９７年日本

建设省原计划实现水利开发而建设多个可动堰，因

为民众日益感到没有必要实施此项计划，加之媒体

的大肆宣传，运动从原先的听证会转为要求实行地

方住民公投运动。１９９８年９月德岛市第十堰住民

开始了由地方住民公投决定是否建设河堰的运动，

最终以投票总数９１．６％的反对票，迫使政府停止

了该河堰计划。时任建设大臣中山正晖不得不懊恼

的说：“住民投票是民主主义的误操作。”［８］６９－７２

上述 “环境再生”运动总结起来都存在一个明

显的特征，即寻求 “脱离产业社会”的发展模式，

这既可以理解成是日本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对一直

所忽视部分的弥补，也可以理解为民众对探索新发

展模式的一种尝试。环境污染区域的 “环境再生”

运动更关注将住民的健康和生活的舒适性、地域文

化等作为再生运动目标；而那些不是明确污染源区

域的 “再生”运动，民众不仅仅盯着大量生产的企

业，而是关注自身大量消费的自我回归，并迫使地

方住民对生活方式作出变革的一种回应。这种变革，

是对日本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未能解决所关心的地球环

境问题的回应，也是确保了今天日本有更多民众加入

到环境运动的前提。民众参与新环境运动的出发点，

不是诉讼和告发企业，而是以 “共住” “地方生活舒

适性”“宜居性”为切入点，将自身的生活问题作为

运动的主体加以探讨，并将这种探讨带入下一代的教

育当中，运动变得更加具有持久性和生命力。

本文从环境史的视角出发，对日本环境问题的

构造与环境运动变迁之间的关系做了梳理，日本对

环境治理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不同时期受到各种政

治经济的阻力和抵制，其背后的逻辑关系对于思考

环境治理颇具反思历史的意义。近代日本以足尾矿

毒事件的斗争为代表，民众进行了激烈的抗争，他

们成为开启战后环境运动的先驱，并为后来的环境

运动进行了最初的人权、发展权等理论思考。但

是，二战前环境问题从属于殖产兴业政策的主导之

下，加之军国主义盛行，使得民众对环境污染事件

无法有效地发出声音，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也不得

不让位于所谓的 “国家利益”优先 （“压迫→牺

牲”）。二战后的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集中

爆发了以四大公害事件为首的环境问题，这些事件

初期的环境运动中，民众和污染企业之间存在着类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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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近代以来的劳资之间的阶级关系 （“加害→受

害”）。此后，随着日本工业化和城市进程的加速，

新的环境运动在吸收此前的运动经验和教训后，开

始跳出了阶级色彩框架的限制，住民环境运动演变

成为市民与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告发→被

告发”）。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日本以城市盲目

扩大为主的环境问题日益尖锐，在这种环境问题之

下，加害的主体变得十分的复杂化和多元化 （“加

害←→受害”或 “加害→受害＝媒介加害→受

害”），使得公害时代的传统 “加害与受害”的理论

不再适用，环境问题的新思维模式开始形成。日本

民众的环境运动更加关注社会治理的构建，不仅仅

关注生产端产生的污染，更加关注通过改变自身的

生活方式变革、价值观变革以促成环境的向善。这

种思潮对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启的 “环境再生”运动

起到了重要的启发性作用，新环境运动走出了一条

“脱离产业社会”的模式，使得日本环境运动朝着

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从中观察到日本环境问题

和环境运动具有以下３个方面的联动机制：一是环

境问题和环境运动具有一定的 “计划性”。尤其是

考虑公害问题，不能将这些公害视为一种随机、无

序发生的事件，必须和那个时代日本国家有计划、

有步骤的推进各种产业政策、开发政策加以密切考

察，这也是国家在日本环境运动中处于被追究责任

的深层原因。二是环境问题和环境运动的责任性。

追究和确定导致公害发生的企业责任，以及由此带

来的大规模民众参与环境运动，都得到了日本的学

术界和法律界人士的坚定支持，同时这种支持也推

动日本环境运动能够遵守科学与法律两条底线。三

是环境问题与环境运动的参与性。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以后发生的环境问题日益复杂，确立起地方住民对

环境运动的参与权和舆论权，并没有造成民众对政

府产生不信任感或过度自我防御，反而是促使地方

住民能够更深入、更广泛地参与到环境运动的前提，

成为推动日本环境问题长期向好的基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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